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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摘要]　目的　探讨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纳入2016年1月－2019年12月在空军特

色医学中心住院并进行颈动脉超声检查的飞行人员进行回顾性分析。病例组为超声诊断为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飞行

人员(n=110)，按照1:1的比例收集同期年龄、性别匹配的颈动脉超声正常的飞行人员作为对照组(n=110)，比较两

组飞行人员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及飞行因素的差异，并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

险因素。结果　病例组的总飞行时间及年均飞行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4700(3015, 6200) h vs .  4050(3000, 5275) h，
P=0.048；168.82(129.79, 200.81) h vs. 147.73(120.26, 185.11) h，P=0.045]，高血压及高脂血症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28.2%(31/110) vs. 14.5%(16/110)，P=0.015；56.4%(62/110) vs. 32.7%(36/110)，P=0.000]。病例组无动脉粥样硬化危险

因素的飞行人员百分比低于对照组[12.7%(14/110) vs. 21.8%(24/110)]，而危险因素个数≥4个的飞行人员百分比明显高

于对照组[12.7%(14/110) vs. 0%(0/110)]，两组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个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Logistic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高脂血症及年均飞行时间是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高脂血症病史及

年均飞行时间过长对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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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aircrew. Methods　With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aircrew admitted in the Air Force Medical Center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9 and 

underwent carotid artery ultrasound examination were recruited as the subjects. Those ultrasound diagnosed as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n=110) were set as case group, and age- and sex-matched aircrew with normal ultrasonography (n=110) were as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in risk factors of atherosclerosis and flight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aircrew. Results　The total flight time and average annual flight time 

of the aircrew in ca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4700(3015, 6200) h vs. 4050(3000, 5275) h, 
P=0.048; 168.82(129.79, 200.81) h vs. 147.73(120.26, 185.11) h, P=0.045].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and hyperlipidemia were 

higher in case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28.2%(31/110) vs. 14.5%(16/110), P=0.015; 56.4%(62/110) vs. 32.7%(36/110), 
P=0.000]. The percentage of aircrew without any risk factors of atherosclerosis was lower in case group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2.7%(14/110) vs. 21.8%(24/110)],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aircrew with ≥4 risk facto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ase group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2.7%(14/110) vs. 0%(0/110)].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in the number of atherosclerotic risk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0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yperlipidemia and average annual flight time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aircrew (P<0.05). Conclusion　Hyperlipidemia and the long average annual 

flying time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incidence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airc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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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动脉粥样硬化和狭窄是造成飞行人员脑梗

死及停飞的重要原因，因此，早期对飞行人员进行

血管评估，尽早发现病变并实施干预，有利于预防

飞行人员脑血管疾病的发生[1-2]。颈动脉是评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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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动脉尤其是头颈部动脉粥样硬化情况的重要“窗

口” [3-4]，故评估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情况对

防治脑血管疾病、维护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目前已有大量关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流行病学

研究，但缺乏军事飞行人员这一特殊群体的颈动脉

粥样硬化的系统性研究，尚不清楚飞行因素对其颈

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方法回

顾性分析了我国军事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

险因素，以期为其早期诊治及预防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2016年1月－2019年12月在空

军特色医学中心住院体检的现役飞行人员。纳入标

准：(1)完成颈部动脉超声检查，评估的颈部血管

包括双侧颈总动脉和颈内动脉；(2)临床资料完整。

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1687名飞行人员，将其中诊

断为颈动脉粥样硬化的110例作为病例组。考虑年

龄、性别是颈动脉粥样硬化最重要的危险因素[5]， 
因此将所有符合条件的1687名飞行员按年龄每间隔

5岁分为一个组，然后采用抽签法从无颈动脉粥样

硬化的飞行人员中按照1:1的比例随机抽取与病例组

同年龄、同性别的110名飞行人员作为对照组。本

研究已通过空军特色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采用飞利浦IU22型超声诊断仪对

飞行人员进行颈部动脉超声检查。在颈总动脉远段

和(或)颈动脉球部，避开粥样硬化斑块，测量内膜

上缘至外膜上缘的垂直距离，即为血管壁的内中膜

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对颈总动脉和

颅外颈内动脉全程进行动脉粥样斑块的筛查[6]。将

超声中下述所见定义为颈动脉粥样硬化。(1)IMT
增厚：1.0 mm≤IMT＜1.5 mm；(2)颈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形成：IMT≥1.5 mm，向管腔内凸出或形成局

限性增厚且高于周边IMT的50%[6]。

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身

高、体重)、飞行资料(总飞行时间、年平均飞行时

间、飞行机种、飞行职业)、既往病史(包括高血

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冠心病)、个人史(包括吸

烟史、过量饮酒史)以及空腹血糖、总胆固醇、三

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脂蛋白A
等其他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吸烟定义为连续吸烟至

少1年，每天至少1支。过量饮酒定义为每天摄入酒

精含量>25 g。由两名经过培训的人员通过飞行人员

住院期间的电子病历分别进行资料收集。当收集资

料不一致时，由第三者加以确认。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软件处理数据。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 1，Q 3)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 hitney U检验。计数资

料以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

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Enter法筛选危险因

素，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及95%可信区间

( 9 5 % CI)估计研究因素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强度。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 1　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一般情况　

共1 6 8 7名飞行人员行颈动脉超声检查。其中诊

断为颈动脉粥样硬化者 1 1 0例，占 6 . 5 %，年龄

29~57(48.73±6.61)岁。病例组患者均为男性，包

括飞行员80例，战、技勤人员30例（其中领航员

12例，通信员3例，机械师13例，侦察师1例，摄

像师1例）；所驾驶机种包括歼击机(29例) 、直升

机(42例)、轰炸机(5例)及运输机(34例)。110例患

者中，IMT增厚36例(32.7%)，颈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形成74例(67.3%)。对照组110名均为男性，年龄

28~57(48.37±6.40)岁，与病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533)。对照组人员包括飞行员71名，

战、技勤人员3 9名（其中领航员1 1名，通信员1
名，机械师26名，侦察师1名）；所驾驶机种包括

歼击机(39名) 、直升机(46名)、轰炸机(4名)及运

输机(21名)。两组一般资料具体见表1。
2.2　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分析　

两组飞行人员在总飞行时间、年均飞行时间、高

血压病史及高脂血症病史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在年龄、飞行机种、飞行职业、糖尿

病史、冠心病史、吸烟史、长期饮酒史、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空腹血糖、总胆固醇、三

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脂蛋白A
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病例组中，1 4例( 1 2 . 7 % )无动脉粥样硬化危

险因素，有危险因素者96例(87.3%)，其中仅有1
个危险因素者28例(25.5%)，有2个危险因素者29
例(26.4%)，有3个危险因素者25例(22.7%)，有4
个危险因素者11例(10.0%)，有5个危险因素者3例
(2.7%)。而在对照组中，24名(21.8%)无动脉粥样硬

化危险因素，有危险因素者86名(78.2%)，其中仅

有1个危险因素者35名(31.8%)，有2个危险因素者

29名(26.4%)，有3个危险因素者22名(20.0%)。病例

组无危险因素的飞行人员百分比低于对照组，而危

险因素个数≥4个的飞行人员百分比明显高于对照

组，两组飞行人员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个数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17.601，P=0.003)。
2.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对单因素分析筛选出

的危险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总飞行时间与年



Med J Chin PLA, Vol. 46, No. 5, May 28, 2021  　483

均飞行时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总飞行时间与年龄亦

存在相关性。为避免共线性带来的统计学干扰，且

年均飞行时间能较好地体现飞行训练强度，本研究

纳入单因素分析中P<0.1的因素(飞行机种、年均飞

行时间、高血压病史、高脂血症病史、空腹血糖)
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均飞行时

间及高脂血症病史为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独

立危险因素(P<0.05，表2)。

3　讨　　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大多数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

病因，早期可无症状，极易被忽视，及早发现动脉

表1　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因素分析

Tab.1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factors of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aircrew
项目 对照组(n=110) 病例组(n=110) P

飞行职业[例(%)] 0.224

飞行员 71(64.5) 80(72.7)

战、技勤人员 39(35.4) 30(27.3)

飞行机种[例(%)] 0.071

歼击机 39(35.4) 29(26.4)

直升机 46(41.8) 42(38.2)

轰炸、运输机 25(22.7) 39(35.5)

总飞行时间[h, M(Q1, Q3)] 4050(3000, 5275) 4700(3015, 6200) 0.048

年均飞行时间[h, M(Q1, Q3)] 147.73(120.26, 185.11) 168.82(129.79, 200.81) 0.045

高血压[例(%)] 16(14.5) 31(28.2) 0.015

高脂血症[例(%)] 36(32.7) 62(56.4) 0.000

糖尿病[例(%)] 6(5.5) 9(8.2) 0.402

冠心病[例(%)] 8(7.3) 12(10.9) 0.327

吸烟[例(%)] 42(38.2) 43(39.1) 0.807

长期饮酒[例(%)] 3(2.7) 6(5.5) 0.807

体重指数(kg/m2, x±s) 25.10±1.82 25.24±2.20 0.607

空腹血糖(mmol/L, x±s) 5.29±0.73 5.39±0.72 0.054

总胆固醇(mmol/L, x±s) 4.49±0.89 4.62±0.93 0.274

三酰甘油(mmol/L, x±s) 1.59±1.04 1.48±0.84 0.505

低密度脂蛋白(mmol/L, x±s) 2.63±0.67 2.78±0.76 0.122

高密度脂蛋白(mmol/L, x±s) 1.16±0.24 1.19±0.25 0.382

脂蛋白A(mg/L, x±s) 159.01±187.67 146.62±157.18 0.491

表2　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aircrew
危险因素 β值 标准误 Wald χ2值 P OR(95%CI)

飞行机种

歼击机 – – – – 1.000

直升机 0.453 0.427 1.123 0.289 1.573(0.681~3.636)

轰炸、运输机 0.436 0.344 1.609 0.205 1.546(0.788~3.033)

高脂血症

无 – – – – 1.000

有 0.859 0.228 8.904 0.003 2.361(1.343~4.150)

高血压

无 – – – – 1.000

有 0.610 0.360 2.872 0.090 1.841(0.909~3.729)

年均飞行时间(h)
<100 – – – – 1.000
<200 0.225 0.545 0.170 0.680 1.252(0.431~3.640)
<300 -0.088 0.630 0.020 0.889 0.916(0.266~3.147)
≥300 2.433 1.197 4.133 0.042 11.394(1.091~118.951)

空腹血糖(mmol/L)
≤6.1 – – – – 1.000
>6.1 -0.237 0.504 0.221 0.638 0.789(0.294~2.119)

　　“–”代表该组作为参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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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样硬化并实施干预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效措

施。目前，血管超声技术是评价动脉粥样硬化情况

的常用手段，其中颈动脉超声应用最多，可准确测

量IMT及斑块形成状况。研究表明，颈动脉粥样硬

化与缺血性卒中的发生密切相关[3]，因此，颈动脉

超声评估被作为卒中和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临床筛

查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患病率与年龄、

性别及职业等人口学特征相关[7]。国内一项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40~49岁普通人群的颈动脉

粥样硬化患病率为5.5%，男性低于女性[5]。本研究

的飞行人员以中青年男性为主，颈动脉粥样硬化检

出率为6.5%，稍高于普通人群水平，因此，对飞行

人员进行更早的筛查和更强有力的干预尤为重要。

2012年巴特金等[8]报道的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

患病率为28.4%，明显高于本研究的结果，可能有

以下原因：(1)近10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飞行员选

拔机制和标准，飞行人员在入伍前经严格筛查，身

体素质和文化素质明显提高，飞行人员更加注重

自身健康；(2)飞行人员医疗保健体系逐步得到健

全，详尽的体检有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

(3)两研究中颈动脉IMT增厚的标准略有不同，巴特

金等[8]将IMT≥0.9 mm定义为IMT增厚，而本研究

根据最新指南将IMT≥1.0 mm定义为IMT增厚[6]。

目前，关于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

的病例对照研究仍较少。就非职业因素而言，巴特

金等[8]认为收缩压升高是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

的独立危险因素。梁谷米等[9]研究发现，飞行人员

颈动脉中膜厚度与腰围、血压、三酰甘油及尿酸呈

正相关，与高密度脂蛋白呈负相关。本研究发现，

飞行人员的颈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与普通人群不

同，两组在高血压、高脂血症病史方面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而在冠心病史、糖尿病史、空腹血糖、总

胆固醇、三酰甘油和低密度脂蛋白等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可能是因为飞行人员及时进行了生活

方式及药物干预，弱化了此类因素对颈动脉粥样

硬化的影响。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我军健全的医疗保

障体系在及时诊断、尽早治疗方面的优越性。在单

因素分析中，两组人员高血压、高脂血症及年均飞

行时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logistic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仅高脂血症及年均飞行时间为飞行人员颈

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原因为高血压

对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部分与飞行因素

相关。飞行人员在飞行过程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

统持续激活，导致血压升高，进而加速动脉粥样硬

化，因而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高血压并不是飞行人

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

虽然本研究发现单个危险因素与飞行人员颈

动脉粥样硬化关系有限，但病例组危险因素的数量

明显多于对照组，对照组飞行人员危险因素均≤3
个，而病例组>10%的飞行人员危险因素个数≥4个，

提示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可能与多个危险因

素的联合效应相关，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0-12]。 
因此，重视多重危险因素的协同致病作用，根据危

险因素个数对飞行人员进行颈动脉粥样硬化风险

分层，及时发现高风险个体，尽早干预所有危险因

素，对于防治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具有重要 
意义。

本研究还发现，病例组的总飞行时间及年均

飞行时间均高于对照组，且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

均飞行时间为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

因素，提示飞行因素尤其是飞行训练强度是促进颈

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危险因素。张晓敏等[13]发现，

飞行人员无症状脑梗死病灶数量与飞行时间相关，

且多病灶飞行人员的飞行时间长于单病灶飞行人

员。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无症状脑梗死飞行人员

中伴有头颈部动脉狭窄的患者飞行时间明显长于无

狭窄患者[1]。国外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飞行时间与

大脑中动脉血流速度呈负相关，提示飞行时间可能

与脑动脉狭窄相关[14]。上述研究结果提示，飞行因

素可能是飞行人员颈或脑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

因素。飞行因素参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的机

制仍不清楚，目前研究认为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1)飞行是一项严谨而复杂的驾驶操作，飞行人员

在操控飞机时精神高度集中，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

态，可能对内皮细胞造成一定损伤，加速动脉粥样

硬化的形成。(2)飞行时加速度的变化可能对血管

内皮细胞造成损伤[15]。血管内皮细胞在超重力状态

下，细胞骨架稳定性和细胞间紧密连接被破坏[16]，

血小板反应性及血液黏稠度增高[17]，而失重力处理

后内皮细胞的凋亡相关分子表达上调[18]，表明加速

度的改变可能影响动脉内膜的稳态。(3)高空飞行

时人处于低压低氧环境中，此时人体内氮气释放入

血，会增加血小板的聚合力及黏附力[19]；低氧环境

下内皮细胞中的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相关通路被激活，可通过一系列

下游分子促进血管内膜的炎症反应，参与动脉粥样

硬化的形成[20-21]。

飞行人员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

飞行人员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对于预防心脑

血管疾病的发生、维护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

究初步发现，在飞行人员中，除一般危险因素外，

飞行职业因素亦可能对颈动脉粥样硬化产生影响。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为回顾性研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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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病例数较少，且未对同型半胱氨酸、睡眠呼吸暂

停等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有必要对飞行

人员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和全方位的队列研究以进

一步验证。随着高性能战机的出现及训练强度的升

级，飞行因素对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可能愈发明

显，探讨飞行因素与颈动脉粥样硬化之间的关系及

相关机制是未来航空医学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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